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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标度律刻画了城市系统中城市要素与人口数量之间的规模缩放关系，但标度律在

中国城市系统中的适用性和意义尚不明确。本文采用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探究不

同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的标度关系，并从时空维度探究标度因子的时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

作为典型的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发展符合标度律，且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

征：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显著，而土地利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规

模经济效应还有待增强。部分基础设施、生活设施要素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或线性关系，与预

期的次线性相悖，基础教育、医疗等要素的标度因子则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次线性阈值，反映了

公共资源向大城市聚集、不同规模城市发展不平衡等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系统的独特性。

标度因子的区域分异反映城市发展协调程度差异，其中东北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差异最为显

著。主要城市要素标度因子随时间的变化表明，中国大城市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在2009年最

为显著，而后略有下降；中国大城市土地扩张总体上自2000年以来持续加速，2008年以后仍维

持在较高水平，管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外延式扩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紧迫性。中国城

市标度律研究有助于认知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系统特征和演化规律，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

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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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发展推动人口持续向城市集聚。如今全球有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预计2050
年将达68%[1]。城市被认为是人类活动，尤其是创造力产生的主要场所[2]，全球城市化趋
势对城市定量研究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迫切的挑战[3]。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第二大经
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城镇化在几十年进程中得到了迅速而显著的发展。至2017年，
中国城市化率由1980年的19.36%增加到了57.96%，预计2030年将达68.7%[4]。持续的快
速城市化也为中国城市发展带来了诸多城市问题，特大城市和城市群持续扩张、人口快
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约束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5-6]，区域与区域之间、区域内城
市单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公共资源配置等不平衡现象愈发显著。目前，中国正处于注
重高质量发展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阶段[7]，城市人口规模是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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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城市的知识生产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3, 8-10]，了解城市系统内不同要素随城市人口的
增加如何发展以及协调二者的关系对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在城市扩张过程中，诸多城市要素与城市人口规模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这种定量关
系可用幂函数Y(t) = Y0N(t)β表示。其中，β被称为标度因子（Scaling Exponent），其与1的
大小关系能反映要素 Y(t)与城市人口规模N(t)之间的关系。城市标度律（Urban Scaling
Laws）关注了不同历史、地理、文化、体制下城市所表现出的共同性质[2]，并在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研究中均被证实[11-14]。更有研究表明，城市标度律不仅适用于现代文明城市，
在历史聚落研究中也同样被证实[15-16]，这意味着标度律基本适用于每一个城市系统，且与
城市地理位置、文化、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无关[11]。

尽管标度律在不同国家城市系统及时间尺度上呈现出一致性规律，目前学界关于标
度律的普适性也有一定争议，主要归结为以下3个方面：① 不同城市范围内标度律的不
稳健性[17-19]；② 双对数下线性回归模型的适用性[20]；③ 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间的标度因
子受宏观经济结构[21]、公共政策[22]等其他外部条件影响。现有研究多针对发达国家，城
市要素选择也多局限在GDP、用地面积、路网、专利等少数指标。作为快速城市化的发
展中国家，采用广泛多样的指标研究中国城市系统的标度律是重要的科学问题。

尽管国外学者对标度律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国内却少有对中国城市标度律进行系统
性的研究，且已有研究主要针对建成区面积等指标[23-26]，缺乏对更多城市要素的关注。了
解广泛多样的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之间的标度关系、从时空维度探究标度因子的演化规
律及特点能够丰富对城市标度律的认识，科学认清城市发展规律进而合理优化资源配
置。作为典型的快速城市化国家，中国城市发展是否符合标度律？城市要素标度因子在
空间与时间上有何特征？亟待进一步探索并揭示。

本文采用中国 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探究标度律在中国城市系统中的适用性
及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的标度关系，结合区域发展特征，从时空维度探究标度因子的时
空演化规律，以期为认知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系统标度特征及演化规律提供理论依据，
为城市发展决策提供支持。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
地级市是中国重要行政单元，地级市内还存在多个县/市及大量的非城市化地区，相

对而言市辖区城市化率普遍较高，且二三产业所占比重较高[18]，更能够代表“城镇化地
区”。为了数据的一致性与可比性，本文选择275个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为研究单元。

为研究标度因子的地区差异，本文对全国进行了典型区域和城市群划分。参考省份
地理位置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划分华北（N）、东北（NE）、华东（E）、华中（C）、华
南（S）、西南（SW）与西北（NW）七大区域（图1）。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对城市群的概
念和空间范围有不同的界定[27]，本文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提取八大城市群作为典型城市群分析单元。城市
群的范围以国务院批复的城市群规划范围为主，未批复的城市群范围界定主要参考
《2016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 [28]。
2.2 数据来源

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更能反映市辖区实际人口规模[18, 29]，本文“城市人口”定义为
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万人），即《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城区人口与暂住人口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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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接近真实城市规模，其余城市要素统计范围皆限定为市辖区。收集《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2001—2017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6—2016年）及《中国城市建设统
计年报》（2000—2005年）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及城市要素数据，剔除不完整数据以及因
行政区划变更导致的突变数据，并用地方统计年鉴数据修正，确定275个城市样本。港
澳台地区由于数据缺失原因，不纳入本文研究范围。
2.3 标度律

标度律起源于生物学领域的Kleiber定律——生物体体积与其新陈代谢率间存在 3/4
幂函数关系，表明质量越大的生物体，单位质量单位时间消耗能量越低[30]。Bettencourt
等[2]多位研究者逐渐将该概念引入城市研究中，将城市比作“生命系统”或“生物体”，
将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指标视为“生物体质量”和“新陈代谢”。各城市指标与城市人口
规模间的非线性关系可概括为城市标度律，其函数形式为：

Yi(t) = Y0 Ni(t)
β

（1）

式中：Y(t)表示城市范围内各要素（建成区面积、GDP等）的度量；i代表整个城市系统
内的不同城市；N(t)为时间 t时城市人口规模；Y0为标准化常量；β为标度因子。

根据标度因子与1的关系可将标度律分为以下3种情况[2, 31]：β ≈ 1，描述与个人需求
相关的变量（如就业岗位、住房数量、家庭用水量等），与城市人口规模呈线性关系；
β ≈ 0.85 < 1，描述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变量，与城市人口规模呈次线性关系，表明从
小城市到大城市，要素增加率小于人口增加率，这是因为在大城市有更多居民共同享有
城市基础设施，体现了城市要素的规模经济；β ≈ 1.15 > 1，描述与社会交互相关的变量
（如GDP、知识产出、疾病、犯罪等），与城市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表明从小城市到
大城市，要素增加率大于人口增长率，体现了城市要素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对式（1）取双对数后，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得到回归方程：
log Yi(t) = β log Ni(t) + log Y0 （2）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2016(255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1 2016年中国275个地级城市人口规模及区域与城市群划分
Fig.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of 27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the division of region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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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统计数据质量可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时采用残差
平均值正负两倍标准差剔除异常值。首先对人口及城市要素取双对数进行线性回归拟
合，得到斜率β及截距 logY0，并用实际值减去预期值得到残差 ξi(t)：

ξi(t) = log Yi(t)- β log Y0 Ni(t) （3）

若 logYi(t)在残差平均值正负两倍标准差范围外，则视其为异常值，予以剔除。剔除
异常值后再根据保留的数据重新拟合，得到标度因子β及拟合优度R2。

3 结果分析

3.1 中国城市要素的标度律
采用两倍标准差剔除异常值，然后再进行标度律拟合。以2016年建成区面积与城市

人口规模为例（图 2a），落在残差平均值正负两倍标准差区间内（虚线）的值为有效值
（即蓝色点），红色点为区间外值（异常值），予以剔除。本文首先以2016年的数据为主

图2 2016年中国城市要素的标度律
Fig. 2 Urban scaling in China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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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城市标度律拟合结果和区域分异，
然后再讨论标度因子的年度变化。根据
有效值进行拟合，得到建成区面积标度
因子β为 0.91，拟合优度R2为 0.94，拟合
情况较好。根据此方法最终归纳出 9 大
类共 96个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的标度律
关系 （图 3），平均拟合优度 R2 为 0.77，
表明标度律能较好描述中国城市要素与
人口规模关系。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产
业及采矿业从业人数等城市要素受限于
自然资源禀赋，与城市人口规模无关，
不符合标度关系，未纳入本研究范围。

本文选取 15个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城
市要素进行标度律分析（图2b），其结果
基本符合 Bettencourt 总结的 3 类范围 [2]：
β < 1：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数、普通小
学在校学生数、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建
成区面积、医生数、道路长度；β = 1：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β > 1：从业人
数、居民生活用水量、工业企业数、供
气管道长度、污水排放量、公共汽
（电） 车营运车辆数、地区生产总值
（GDP）及公共财政收入。

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与人口规模呈
次线性关系（β = 0.91），从小城市到大
城市，土地增加率小于人口增加率，大
城市土地利用规模经济较显著。部分基
础设施要素（供气管道长度、公共汽车
营运车辆数等） 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
（β > 1），此类公共资源多向大城市聚
集，未能体现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反
映了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大
中小城市在部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
面发展不平衡，大城市更具比较优势。
居民生活用水量与人口规模呈弱超线性
关系（β = 1.06），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居
民生活条件更优越，人均生活用水量也
越多。GDP、工业企业数等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要素β与理论预期一致（β > 1），随城
市规模的扩大，大城市无论是正向的（如GDP、公共财政收入）或负向的（如污水排放
量）社会产出也相应增加。

中国城市就业要素中（图2c），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部门从业人数在大城市中分布较
少（β = 0.70），而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及居民服务（β = 1.43）、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

图3 2016年中国城市96个要素的标度因子
Fig. 3 Urban scaling exponent of 96 indicators in China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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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β = 1.43）在大城市分布比例最高。教育行业从业人数增加率小于人口（β = 0.90），
即教师人数相对较少，尤其是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数更少，师资力量的短缺不可避免会
带来教育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激烈竞争，大城市教育资源“供不应求”、适龄儿童入学难等
问题依然严峻。金融业从业人数与城市规模近似呈线性关系（β = 1.01），中国金融业发
展起步较晚，基础较薄弱，大城市金融功能未得到充分体现，金融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
段，未来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土地利用方面（图 2d），除工业用地外，中国建设用地与其余城市用地类型面积均
与人口呈次线性关系（β < 1），且公用设施用地与人口规模的标度因子最小（β = 0.78），
其用地增加率远低于人口，用地趋于节约集约化。工业用地与人口呈超线性增长（β =
1.03），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快速发展，
工业用地面积快速增加，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工业用地增加率大于人口增加率。

从图 3可以看出，除个别就业指标外，位于β = 1指示线左侧均为教育、医疗健康、
土地利用等指标，反映了基础设施指标的规模经济，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共享率更高。位
于β = 1指示线右侧主要是经济、企业等反映集聚效应的指标。值得一提的是，小学数与
医院、卫生院数标度因子最小，远低于理论值0.85，这可能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大城
市学校和医院的规模更大，二是大城市学生和教育资源、病人与医疗资源向少量优势学
校与大型医院集中。
3.2 标度因子的区域差异
3.2.1 地区差异 空间分异性是地理现象的基本特征，本文选取9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要
素探究标度因子的区域差异（图 4）。使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各要素空间分异性测度[32-33]，
结果表明各城市要素分层异质性q统计值在0.10~0.24之间（表1），要素在各分区之间存
在空间分异性；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异性与标度因子在空间分异性具有一定联系，城市要
素的分异性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布特征共同影响了标度因子的区域分异。

标度因子在地区之间具有差异，反映了区域城市系统发展的区域分异。土地利用方
面，七大区域建成区面积均与人口呈次线性关系（β < 1），且华中地区与人口规模的标
度因子最小（β = 0.81），该地区大城市的土地利用规模经济较为明显。东北地区城市建
成区面积与人口规模近似呈线性关系（β = 0.98），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平均人口
密度没有明显升高。东北地区道路长度与人口呈超线性（β = 1.10），道路增加率大于人
口，随城市规模增加，人均道路占有量越多；华中地区道路长度与城市人口规模的标度
因子最小（β = 0.79），大城市人均道路占有量少，城市道路交通利用率最高，但也可能
导致道路出行更为拥堵。医疗资源方面，东北地区医生数与人口呈超线性关系（β =
1.11），与预期相悖，随城市规模增大，大城市医生数增长率大于人口，医疗资源多向地
区内大城市集中。教育资源方面，华北（β = 0.89）、东北（β = 0.85）地区小学数标度因
子最大，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数增加率最大，以上区域大城市教育
资源投入相对充分；而西北地区小学数标度因子最小（β = 0.65），从小城市到大城市，
教师数增加率最小，教育资源规模经济最为显著，但因此可能带来较为严重的教育资源
短缺状况。

个人需求方面，各要素预期标度因子应等于 1，但是中国城市标度律出现个别例外
情况。东北、华北地区从业人数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β = 1.06），随城市规模扩大，从业
人数增加率大于人口，从业人员多聚集在区域内的大城市。华北地区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量与人口规模呈弱超线性关系（β = 1.03），β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华北地区大城市人均
用电量更多。西北地区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度因子最大（β = 1.28），从小城市到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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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用水增加率最大，大城市人均用水量更多。上述例外情况反映了这些要素的人
均指标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不均衡，例如东北和华北的就业、华北的人均用电及西北
的人均用水在大城市更有优势或占用更多。

经济产出方面，七大区域GDP均与人口呈超线性关系（β > 1），符合预期。东北、
华北地区GDP的标度因子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β = 1.15），且东北地区GDP标度因子最
大（β = 1.37），表明以上区域大城市经济产出的集聚效应突出。华北地区公共财政收入
标度因子最大（β = 1.47），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公共财政收入增加率最大，表明该地区
公共财政收入具有明显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

为反映不同区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规模经济、家庭能源消耗个人需求及经济产出
集聚效应水平，根据标度因子实际值与预期值的大小关系，将区域划分不同等级，结果
如表2所示。华北地区大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规模经济不显著，而东北地区大城市
呈现出规模不经济情况，表明以上区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要素在大城市投入更多，大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2016(255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4 2016年中国七大区域标度因子特征
Fig. 4 Urban scaling exponent of seven regions in China in 2016

表1 2016年中国分区域人口及主要城市要素分层异质性q值
Tab. 1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main urban indicators by regions in 2016

q

人口
数量

0.07

建成区
面积

0.10

道路长度

0.18

医生数

0.11

普通中小学专
任教师数

0.13

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量

0.20

居民生活
用水量

0.16

从业人数

0.13

地区生产
总值

0.18

公共财政
收入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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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产出集聚效应也呈现出高度集聚状况。与此同时，除华中地区大城市经济产出
集聚效应呈弱集聚状况外，华东、华南、西南与西北地区大城市经济产出集聚效应均显
著。西北与华北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家庭能源消耗个人需求不均衡，这可能与不同规模城
市间要素供给与分配不平衡有关，以致西北、华北地区大城市在家庭能源消耗方面相对
更占优势。
3.2.2 城市群差异 检验不同城市群之间要素空间分异性，结果表明各城市要素的地理探
测器q统计值在0.08~0.26之间（表3），各要素在城市群之间存在空间分异性。分城市群
拟合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标度关系，结果如图5所示。土地利用方面，东北地区城市群
建成区面积与人口呈弱超线性关系（β = 1.03 > 1），随城市规模增大，人均占用土地更
多。对于道路长度要素，东北地区城市群道路长度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 （β =
1.13），与预期相悖，随城市规模的增加，东北地区城市群大城市人均道路占有量更高；
长三角城市群大城市人均道路占有量较低（β = 0.71），居民出行交通可能因此变得拥
挤。医疗资源方面，东北地区城市群医生数与人口呈超线性关系（β = 1.09 > 1），表明
东北地区城市群随城市规模的增大，医生数也更多，医疗资源在大城市更为充足。珠三
角城市群医生数与人口规模的标度因子最小（β = 0.77），珠三角医疗资源规模经济最为
显著，但可能带来医疗资源的紧张。教育资源方面，中原城市群与珠三角普通中小学专
任教师数标度因子最小，中原城市群β = 0.68，珠三角β = 0.69，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教
育资源增加率最小，规模经济最为显著，但因此也可能带来师资力量的短缺。

个人需求方面，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就业热门区域，京津冀从
业人数增加率大于长三角及珠三角，京津冀大城市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相对更大。对于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中原、成渝及珠三角城市群大城市在节能方面表现较好（β < 1），
关中平原城市群大城市居民生活人均用电更多（β = 1.24），这可能是小城市供电不充分
加之冬季居民用煤炭取暖频率较高使得用电量较少导致。

经济产出方面，中原城市群GDP与人口规模呈次线性关系（β = 0.97），随城市规模
增大，中原城市经济产出增加率小于人口。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京津冀相比长三角与珠

表2 2016年中国七大区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规模经济、家庭能源消耗个人需求及经济产出集聚效应状况
Tab. 2 Economies of scale for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individual needs for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s and agglomeration benefits for economic outputs of seven regions in China in 2016

区域

华北

东北

华东

华中

华南

西南

西北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规模经济

不显著

规模不经济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家庭能源消耗个人需求

不均衡

均衡

均衡

均衡

均衡

均衡

不均衡

经济产出集聚效应

高度集聚

高度集聚

集聚

弱集聚

集聚

集聚

集聚

表3 2016年中国分城市群人口及主要城市要素分层异质性q值
Tab. 3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main urban indicators by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2016

q

人口
数量

0.07

建成区
面积

0.16

道路长度

0.10

医生数

0.12

普通中小学专
任教师数

0.08

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量

0.09

居民生活
用水量

0.15

从业人数

0.23

地区生产
总值

0.26

公共财政
收入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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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经济产出增加率最大，大城市表现出较强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β = 1.19）。中原城

市群公共财政收入与人口规模呈线性关系，而东北地区城市群公共财政收入标度因子最

大（β = 1.41），反映出该地区公共财政收入多向大城市集中。考虑到个别城市群如关中

平原城市群所含地级市，样本量较少可能会对拟合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对回归进行了异

方差检验，结果表明样本量少不影响对数标准下最小二乘法的最佳线性无偏性，不会对

结果产生影响。

各城市群大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规模经济、家庭能源消耗个人需求及经济产出

集聚效应状况如表4所示。关中平原与东北地区城市群大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规模

经济不显著，甚至呈现出规模不经济情况，即在以上地区要素多向区域内大城市集中，

大城市经济产出也呈现出高度集聚状况，而家庭能源消耗个人需求呈现极不均衡状况。

京津冀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大城市经济产出呈现强集聚状况，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次

之，与京津冀城市群相比，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发育较为完善，城市经济发展一体化

程度相对更高；以上城市群大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规模经济显著。反观中原城市

群，与其他城市群相比，其大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规模经济强显著，而经济产出未

体现集聚效应（β < 1）。

3.3 标度因子的时间变化特征

标度因子随时间的变化反映了城市系统随时间的演化（图6）。2000—2008年建成区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2016(255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5 2016年中国八大城市群标度因子特征
Fig. 5 Urban scaling exponent of eight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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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标度因子β整体呈上升趋势，大

城市土地利用规模经济比较优势逐步

减弱，而 2008 年后标度因子整体略

有下降，土地利用规模经济又有加强

趋势，发达国家建成区面积β普遍为

0.6~0.8[13]，中国大城市建成区面积扩

张速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偏快，且2015

年以来大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依

然呈加快趋势，中国城市土地利用规

模经济有待加强。道路长度β总体略

有上升，且逐步趋近于 1，道路长度

与人口规模由次线性转变为线性关

系，而后略有下降，近年来大城市人

均道路拥有量略有减少，大城市居民

出行交通较为拥堵。教育与医疗方

面，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数标度因子

β介于 0.60~0.80，教育资源规模经济

显著，2005年以来标度因子β平稳上

升，大城市人均中小学教师数略有增加；医生数β整体较为稳定，徘徊在0.90附近，医疗

资源规模经济较为显著，未来应考虑适当扩大大城市教育与医疗资源的投入。

个人需求方面，从业人数标度因子略高于理论值 1，大城市就业热度高居不下。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量β整体呈下降趋势，并逐步趋近于理论值1，大城市居民用电环保意识

逐渐增强。居民生活用水量β整体呈上升趋势，大城市人均用水量逐年增多。

经济产出方面，2000—2016年GDP标度因子β均大于1，符合预期。2000—2009年β

呈上升的趋势，大城市经济产出集聚效应日益增强，2009年后β有所回落，近年来趋近

于1.14~1.16。总体而言中国大城市表现出很强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且在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内，大城市将持续保持这种较强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公共财政收入β整体上呈先上

升后有下降又上升趋势，除 2000年外，公共财政收入β均大于 1.20，高于预期，反映中

国公共财政收入向大城市集中，经济产出集聚效应显著。

表4 2016年中国城市群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规模经济、家庭能源消耗个人需求及经济产出集聚效应状况
Tab. 4 Economies of scale for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individual needs for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s and agglomeration benefits for economic outputs of eight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 2016

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

关中平原城市群

东北地区城市群(哈长+辽中南)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规模经济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强显著

不显著

规模不经济

家庭能源消耗个人需求

不均衡

均衡

不均衡

不均衡

均衡

不均衡

极不均衡

极不均衡

经济产出集聚效应

强集聚

集聚

集聚

强集聚

弱集聚

不集聚

高度集聚

高度集聚

图6 2000—2016年中国城市要素标度因子变化
Fig. 6 Temporal evolution of scaling exponent for urban

indicators from 2000 to 2016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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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 275个地级市为城市单元，探究了中国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间的标度关系，

并从时空维度探究了标度因子的区域差异与时间变化特征。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发展符
合标度律，但作为典型的快速城市化国家，中国城市标度律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
征。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经济增长率较高，但土地利用、医疗健康、家庭能源消耗
（特别是用水量）等城市要素的规模利用效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大城市的基础设施规模
经济也有待增强。部分基础设施、生活设施要素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或线性关系，与预
期的次线性相悖，基础教育、医疗等要素的标度因子则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次线性阈值，
反映了快速城市化国家公共资源向大城市聚集、不同规模城市发展不平衡等特征。根据
创新的分层扩散理论（Hierarchical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可知，个别基础设施与人口
规模呈超线性的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反映了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发展的
不协调、不平衡。标度因子的区域分异反映城市发展协调程度差异，该差异在东北地区
最为显著，东北地区资源多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经济产出集聚效应也更高，不同规模
城市发展差异较大。分析主要城市要素的标度因子随时间的变化，中国大城市的经济产
出集聚效应（GDP）在2009年最为显著，而后略有下降；中国大城市土地扩张总体上自
2000年以来持续加速，2008年以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管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外延式
扩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紧迫性。城市标度律的地区差异分析可为区域之间的资源
能源利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评价提供统一可比的基础，进而为区域发展提供决策支
持；标度因子随时间的变化反映了城市系统特征的演化，对国家城市发展的分类施策和
管控具有指导意义。
4.2 讨论

本文采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及城市要素数据进行标度律探究，结
果表明中国城市发展符合标度律特征，且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拟合情况较好。中国城市
标度律符合理论预期情况，反映中国城市发展受到自组织演化机制的支配，符合城市演
化规律[34]。部分与政府自上而下投资决策相关的基础设施要素（公共汽（电）车营运车
辆数、供气管道长度等）偏离了理论预期值，与人口呈超线性关系，这与巴西城市基础
设施要素标度特征有着相似之处[11]。“空间填充”理论（Space Filling）表明基础设施必
须实现普遍供给，才能与人口呈现次线性关系[11]。资金的有效足量供给和高效合理使用
是保证基础设施与城镇化平稳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35]。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主要由
政府决策并投资建设，相对于小城市，大城市有足够的税收收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因
而基础设施在大城市覆盖更广。供水管道分布情况则有所不同：得益于政府对地下供水
管道的长期建设，供水系统基本已实现在城市系统中的全面覆盖，因而供水管道长度与
人口规模近似呈线性关系。随着经济性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
推进，教育、医疗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所增加，但其总额和增幅力度与城镇化
引致的强大需求还有一定差距[35]。未来还需加大对中小城市教育、医疗资源的投入，提
升基础设施高效运行效率与互联互通水平。

基础设施偏离理论预期的情况随时间推移是否会持续下去？运用标度律的演化思路
可对此进行分析。Pumain等[36]探讨了城市系统中创新的等级扩散理论，即要素先在大城
市集聚，而后再逐步扩散到中小城市，直到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城市通过创新实现城
市间要素平等分配，该扩散过程才停止。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基础设施分布，在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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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若此结论成立，即供气管道与人口规模呈预期的次线性，则供气管道在小城市里增
长更快，因为供气管道在大城市已完成普遍覆盖，其增长应相对小城市更缓慢。图7展
示了2006—2016年间中国城市系统供水与供气管道长度的增量与人口的关系，结果表明
供气管道长度增量及增速多于或快于供水网络，且大城市增长更明显，因此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供气管道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的情况还将持续下去。

标度因子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能反映区域内城市协调发展程度与居民生活水平差
异，且这种差异与区域经济基础、城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区域发展带来的资源与
机会的非均衡性在东北地区最为显著，东北地区地广人稀，近年来由于人口外流与自然
增长速度放缓等因素，城市发展速度也逐步放缓，与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差距逐
渐拉大。为维持城市发展，资源向区域内的大城市倾斜，大城市具备较高的投资效率和
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小城市经济产出与人口扩张受制于落后的工业化水平而显著低
于大城市[37]。中国经济空间结构以城市群为主，以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三大
核心经济增长极为例，京津冀大城市对高级人才、优质企业与高级生产要素与的吸引力
更强，经济产出表现更为优异，城市发展动力强劲，极化效应显著；珠三角、长三角城
市群发展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信息创新带来的空间扩散效应较为普遍，中小城市依托
大城市的产业升级与转移形成的知识、技术外溢[27, 36, 38]，与大城市协同发展。

标度因子在时间上的变化反映了城市系统随时间的演化。从整体上看，建成区面积
与GDP标度因子在时间上变化趋势大体一致。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大
城市土地扩张与经济发展持续加速，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略有下降，而经济产出效率却
不断提高。2008年以后，受中国经济发展计划调整与政府扶持中小城市发展政策的影
响，中国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略有提高，而经济产出效率略有下降，但二者标度因子均
维持在较高水平，协调不同规模城市经济平衡发展，管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外延式扩
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紧迫性。促进和引导城市内填式发展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有
效途径，有助于协调与平衡中国城市系统土地与人口标度关系[39]。

现有的城市统计数据质量问题以及功能城市定义的缺乏使得目前中国城市问题研究
尚未形成一套自己的体系[29]。陈彦光等[40]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城市概念不同于西方，
统计范围尚未一致，加之对城市边界选定的不同造成了统计结果的差异。本文选取市辖

图7 2006—2016年中国城市系统供水(a)、供气管道长度增量(b)与人口关系图
Fig. 7 The growth of water and gas pipe length from 2006 to 2016 against population in China's urba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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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统计数据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但部分城市要素（如普通中、小
学在校学生数）统计数据精度较低（仅精确到万人），数据离散程度较大。未来可考虑基
于更有效的统计单元，运用多源与高精度数据对标度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8 Revision. Working Paper, ESA/P/WP.252.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8. https://population.un.org/wup/

Publications/Accessed.

[ 2 ] Florida R. 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3 ] Bettencourt L M, Lobo J, Helbing D, et al. Growth, innovation, scaling, and the pace of life in cities. PNAS, 2007, 104

(17): 7301-7306.

[ 4 ]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1 Revision. New York: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2.

[ 5 ] Chen Mingxing, Ye Chao, Lu Dadao, et al. Cogni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for new- type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4): 19-33. [陈明星, 叶超, 陆大道, 等. 中

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与建构. 地理学报, 2019, 74(4): 19-33.]

[ 6 ] Fan Jie, Liu Yi, Chen Tian, et al. The key strategies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for optimization on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28(1): 20-27. [樊杰, 刘毅, 陈田, 等. 优化我

国城镇化空间布局的战略重点与创新思路.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3, 28(1): 20-27.]

[ 7 ] Fang Chuanglin. Basic rules and key paths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13-22. [方创琳.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 地理研究,

2019, 38(1): 13-22.]

[ 8 ] Bettencourt L M A, Lobo J, Strumsky D, et al. Urban scaling and its deviations: Revealing the structure of wealth,

innovation and crime across cities. PLoS One, 2010, 5(11): e13541. Doi: 10.1371/journal.pone.0013541.

[ 9 ] Lobo J, Bettencourt L M A, Strumsky D, et al. Urban scaling and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cities. PloS One, 2013, 8

(3): e58407. Doi: 10.1371/journal.pone.0058407.

[10] Schläpfer M, Bettencourt L M A, Grauwin S, et al. The scaling of human interactions with city size.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2014, 11(98): 20130789. Doi: 10.1098/rsif.2013.0789.

[11] Meirelles J, Neto C R, Ferreira F F, et al. Evolution of urban scaling: Evidence from Brazil. PLoS One, 2018, 13(10):

e204574. Doi: 10.1371/journal.pone.0204574.

[12] Sahasranaman A, Bettencourt L. Urban geography and scaling of contemporary Indian citie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2019, 16(152): 20180758. Doi: 10.1098/rsif.2018.0758.

[13] Bettencourt L M A, Lobo J. Urban scaling in Europe.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2016, 13(116): 20160005.

Doi: 10.1098/rsif.2016.0005.

[14] Van Raan A F J, Van Der Meulen G, Goedhart W. Urban scaling of cities in the Netherlands. PLoS One, 2016, 11(1):

e146775. Doi: 10.1371/journal.pone.0146775.

[15] Cesaretti R, Lobo J, Bettencourt L M A, et al. Population-area relationship for Medieval European cities. PLoS One,

2016, 11(10): e162678. Doi: 10.1371/journal.pone.0162678.

[16] Ortman S G, Cabaniss A H F, Sturm J O, et al. The pre-history of urban scaling. PloS One, 2014, 9(2): e87902. Doi:

10.1371/journal.pone.0087902.

[17] Cottineau C, Hatna E, Arcaute E, et al. Diverse cities or the systematic paradox of Urban Scaling Laws.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2017(63): 80-94.

[18] Dong Lei, Wang Hao, Zhao Hongrui. The definition of city boundary and scaling law.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2): 213-223. [董磊, 王浩, 赵红蕊. 城市范围界定与标度律. 地理学报, 2017, 72(2): 213-223.]

[19] Fragkias M, Lobo J, Strumsky D, et al. Does size matter? Scaling of CO2 emissions and US urban areas. PLoS One,

2013, 8(6): e64727. Doi: 10.1371/journal.pone.0064727.

[20] Leitão J C, Miotto J M, Gerlach M, et al. Is this scaling nonlinear?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2016, 3(7): 150649.

Doi: 10.1098/rsos.150649.

[21] Strano E, Sood V. Rich and poor cities in Europe. An urban scaling approach to mapp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transition. PLoS One, 2016, 11(8): e159465. Doi: 10.1371/journal.pone.0159465.

2756



12期 焦利民 等：中国城市标度律及标度因子时空特征

[22] Muller N Z, Jha A. Does environmental policy affect scaling laws between population and pollution? Evidence from

American metropolitan areas. PLoS One, 2017, 12(8): e181407. Doi: 10.1371/journal.pone.0181407.

[23] Zhao S, Liu S, Xu C, et al. Contemporary evolution and scaling of 32 major cities in China.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18, 28(6): 1655-1668.

[24] Wang Chengxin, Wang Botao, Wang Xiangyu. Study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allometric

growth in China based on the structure.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6, 26(8): 135-141. [王成新,

王波涛, 王翔宇. 基于结构视角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

(8): 135-141.]

[25] Li Xun, Chen Gangqiang, Xu Xueqiang. Urban allometric growth in China: Theory and fact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4): 399-407. [李郇, 陈刚强, 许学强. 中国城市异速增长分析. 地理学报, 2009, 64(4): 399-407.]

[26] Fu Jianchun, Li Gang, Zhao Hua, et al. Relation between the population and the land area of urban built-up area in

China: 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652 counties. China Land Science, 2015, 29(2): 46-53. [傅建春, 李钢, 赵华, 等. 中国城

市人口与建成区土地面积异速生长关系分析: 基于652个设市城市的实证研究. 中国土地科学, 2015, 29(2): 46-53.]

[27] Chen Mingxing, Gong Yinghua. Research progress and influence of series of consulting reports of urbaniz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1): 2015-2024. [陈明星, 龚颖华. 城镇化系列咨询研究进展与影响. 地理研究,

2016, 35(11): 2015-2024.]

[28] Fang Chuanglin, Bao Chao, Ma Haitao. China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7. [方创琳, 鲍超, 马海涛. 2016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29] Zund, D, Bettencourt L M A.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PLoS One, 2019, 14,

e0221017. Doi: 10.1371/journal.pone.0221017.

[30] Enquist B, Brown J, West G. Allometric scaling of plant energetics and population density. Nature, 1998, 6698(395):

163-165.

[31] Bettencourt L M A. The origins of scaling in cities. Science, 2013, 340(6139): 1438-1441.

[32] Wang Jinfeng, Xu Chengdong. Geodetector: Principle and prospectiv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 116-134.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 地理学报, 2017, 72(1): 116-134.]

[33] Li Jiaming, Lu Dadao, Xu Chengdong, et al.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its changes of population on the two sides of Hu

Lin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 148-160. [李佳洺, 陆大道, 徐成东, 等.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空间分异性

及其变化. 地理学报, 2017, 72(1): 148-160.]

[34] Chen Y, Feng J. A hierarchical allometric scaling analysis of Chinese cities: 1991-2014.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2017: 1-15.

[35] Cheng Zhe, Ouyang Rulin, Yang Zhenshan, et al.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during China's urbaniza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4): 440-449. [程哲, 欧阳如琳,

杨振山, 等.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融资时空格局与发展特征.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4): 440-449.]

[36] Pumain D, Paulus F, Vacchiani-Marcuzzo C, et al. An evolutionary theory for interpreting urban scaling laws. European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6: 343. Doi: 10.4000/cybergeo.2519.

[37] Lu Di. Research on the scale effect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China [D].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2018.

[卢迪. 东北地区城市发展的规模效应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8.]

[38] Zhang Guojun, Huang Wanling, Zhou Chunshan, et al. Spatio-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demographic distribu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8): 1513-1525. [张国俊, 黄婉

玲, 周春山, 等. 城市群视角下中国人口分布演变特征. 地理学报, 2018, 73(8): 1513-1525.]

[39] Lang W, Long Y, Chen T, et al. Reinvestigating China's urbaniz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allometric scaling.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19(525): 1429-1439.

[40] Chen Yanguang, Zhang Li. An allometric analysis of the scaling relations between population and urban area of

Xinya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8): 1058-1067. [陈彦光, 张莉. 信阳城市人口—城区用地异速生长分析. 地

理科学进展, 2014, 33(8): 1058-1067.]

2757



地 理 学 报 75卷

Urban scaling and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scaling exponents in China

JIAO Limin1, 2, LEI Weiqian1, XU Gang3, XU Zhibang1, ZHOU Zhengzi1, 4

(1.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Ministry of Edu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3. 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4. Centre for Advanced Spatial Analysis (CASA),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W1T4TJ, UK)

Abstract: Urban scaling laws depict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indicators and
population size within an urban system, but its applicability and significance in China's urban
system is not clear. This study applied the data of 27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to explore
the sca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urban indicators and population sizes. We also
attempt to pres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patio-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caling
exponent (β) from 2000- 2017 to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urban scaling laws. The result
shows that as a typical fast urbanizing country,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conforms to the
urban scaling laws but presents som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return to population size of economic output brought by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Nevertheless, the economies of scale for land use,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are supposed to be strengthened. Some infrastructure and
living facilities indicators have a super- linear or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pulation size,
which are contrary to the expected sublinear regime. The scaling exponents of education,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and other urban indicators are far below the sub- linear threshold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reflects the uniqueness in a fast urbanizing country that large cities
are given priority to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sized citi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scaling exponent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Northeast China. We also analyzed the evolution of scaling exponents of major urban indicators
over time. Economic increasing returns to population size effect of large cities in China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 2009 before falling slightly. Urban land expansion in large cities has
continued to accelerate since 2000 and still remains at a high level after 2008. It is urgent to
control the extensive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improve land use efficiency, especially in large
cities. This study on urban scaling in China contributes to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s in the fast urbanizing country. This paper is
supposed to provide a support for achieving a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ing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s well.
Keywords: urban scaling; allometric growth; scaling exponent; agglomeration benefits;
economy of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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